
收稿日期:
 

2024-09-10
基金项目: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数字经济对山西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23YY148);山西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时代山西强化对外开放大通道建设研究”(2024ZD018)
作者简介:

 

景守武(1988—),博士,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贸易;周泽嘉(2000—),山西

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数字贸易;扈超浩(2001—),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国际数字贸易;李丽(1976—),博士,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制度型

开放。
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重要产品追溯体系门户。

引用格式:景守武,
 

周泽嘉,
 

扈超浩,
 

等.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了吗? ———基于创新能力与工业化水平双重视角的检验

[J] .
 

技术经济,
 

2025,
 

44(9):
 

47-61.
Jing

 

Shouwu,
  

Zhou
 

Zejia,
 

Hu
 

Chaohao,
 

et
 

al.
 

Has
 

the
 

import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J] .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2025,
 

44
(9):

 

47-61.

宏观技术经济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了吗?
———基于创新能力与工业化水平双重视角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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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分析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 2005—2020 年 UNCTAD 数据库、CEPII-BACI 贸易数据库和

世界银行数据库构建了多国(地区)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
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特殊年份样本、变换实证回归研究方法

和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以及样本选择性偏差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旧显著。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服

务贸易进口通过提升国家(地区)创新能力和工业化水平促进一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净产品税

低的国家(地区)、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国家(地区)、征信信息深度指数高的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和交通服务指数高的国

家(地区),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 对此,本文从加强数字技术的创新能力、大力培养新型

数字化人才、加强数字服务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贸易工业化水平、建立完善高效的数字服务贸易体系几方面提出

政策建议以提升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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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提升贸易数字化水

平。 积极支持数字产品贸易,稳步推进数字技术贸易,积极探索数据贸易,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数据贸易模

式,并提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等具体要求①。 近年来,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取得了显

著成就。 2021 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位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英国、爱尔兰和德国,国
际竞争力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2011—2021 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从 1648. 4 亿美元增长至

3596. 9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8. 1%。 这一快速增长得益于政策的有力推动与制度的不断创新。 中国先后

设立了 28 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37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及 12 个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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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展现了强劲的增长势能。 此外,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亦

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中国已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 个自贸协定,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 中国积极参与数字服务贸易不仅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带动了企业转型升级[1] ,而且还提高

了中国创新能力[2] ,提升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3] 。
产品质量作为繁荣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贸易等领域的焦点,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

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在大力提倡供给侧改革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下,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已成

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4] 。 产品质量升级是产品种类增加、产品所蕴含的技术含量(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创

新能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产品从低密度创新水平迈向高密度创新水平的过程[5] 。 产品质量的升级往往伴随

着更多的研发和资源的投入,通过推动企业的创新,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最终改善出口结构[6] 。 高质量的发

展离不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一定程度上

会带动出口高质量发展[7] 。
当今,基于云端技术的互联网用户集聚增长,依托如亚马逊、微软、谷歌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顶尖全

球云计算终端提供者的不断进步[8-9] ,数字服务贸易呈现一超多强的发展格局。 少数发达经济体和一些新

兴经济体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引领全球发展,同时其他国家也在积极追赶,形成了多极发

展态势[10] 。 跨境电商已成为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途径[11] ,加速了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了全球产业链

和供应链的重组[12-13] ,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大多

数经济体将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新的增长机遇和关键发展目标。 当一国的数字服务贸易“量”足够高时,更应

该重点考虑其产品“质”的升级[14] 。 因此,通过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贸易福利效

应[15] ,最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过往文献大多数从数字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中间产品进口等方面研究其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

鲜有学者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角度研究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因此,为研究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

口产品质量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文选用来自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UNCTAD)数

据库、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全球双边贸易(CEPII-BACI)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2005—2020 年 164 个

国家(地区)的数据作为样本,使用固定年份和国家(地区)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服务贸易进

口是否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之后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特殊年份、变换实证研究方法和缩尾

处理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从样本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以及双向因果等三方面进行内生性检验。
本文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角度分析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边际贡献:首先,

在研究内容上,多数文献分析了进口对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但是随着数字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其对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鲜有学者研究。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研究内容,分析其对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其次,以国家(地区)样本数据来分析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大多

数文献聚焦于某一个国家(地区),从国家层面做实证分析的较少,本文可以全面了解数字服务贸易的进口

对全球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最后,区别于传统的中间品进口以硬件和物资为主,数字服务贸易深刻改变

了要素市场的范围和形式,数字服务贸易的对象更多以技术、知识、管理能力为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研究

更侧重于无形要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独特作用。 不论是数字服务贸易还是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都是重要

的国家战略,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研究为中国进一步完善数字服务贸

易相关政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文献大多数集中于探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中

间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其中,数字经济是从宏观层面探究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数字化

转型和中间产品进口则属于从微观层面进行探究。
首先是数字经济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20] 。 具

体而言,数字经济通过完善资源再配置效应、降低目的国搜寻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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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 ①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资源的再配置效应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21] 。 数字经

济的发展降低了进入市场的准入门槛,同时也促使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 此时,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

需求,消费市场发挥资源再配置效应,即新旧产品的更替,高质量的新产品进入市场,低质量的旧产品退出

市场。 因此,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资源的再配置效应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李亚波和崔洁[22] 的研究发现数

字经济可以通过资源的再配置效应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目的国搜寻成本

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23] 。 搜寻成本包括从互联网等渠道获取反映消费者偏好类型的大数据、海外市

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息约束、质量信息不对称约束等。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进

步,不仅可以更加快捷高效的获取相关信息[24] ,降低搜集信息的成本[25] ,还可以有效解决数字服务贸易过

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升进口市场的信息交流效率。 同时,这些因素最终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口产

品质量升级与进口产品种类优化。 搜寻这些信息的成本越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效果越明显[26] 。 王

瀚迪和袁逸铭[17]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目的国搜寻成本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③数字经济可

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建设和应用已经渗透到企业

内部,通过提供数字化的设施和资源,优化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效应和投入占比[27] ,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

交易成本,促使企业专心对产品进行创新活动,从而提升了出口产品的质量。 谢靖和王少红[28] 运用新贸易

理论构建数字经济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分析框架,发现生产效率是数字经济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的关

键。 ④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22] 。 数字经济通过智能化和数字化融

合线上经济和实体经济,打通上下游渠道,催生新业态、新经济,促使企业转型升级[29] ,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

级。 成功转型的企业相较于传统企业更容易进入更高级的产业链,能够有效带动自身的产业创新、产品创

新,进而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欧家瑜和张乃丽[14]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出

口产品质量。
其次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也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 一般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柔性生产力、出口产品转换渠道、创新效应三个方面提升了出口产品质

量。 ①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柔性生产力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30] 。 尤其是针对小微型、劳动密集型、
初创型或一般贸易企业,其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较明显。 具体表现为当企业完成数字化

转型之后,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还通过数字平台掌握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有针对地生产差

异化、定制化和多样化的产品[22] ,高质量产品更多以满足消费者的内在需求为核心,不再只强调规模带来的

低价。 因此,降低进入市场的大规模调研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固定成本的投入效率,专注满足消费者需

求、提升产品研发和生产工艺,增强生产柔性,从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余号和殷凤[31]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

转型可以通过增强企业的柔性竞争力,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②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出口产品转换

渠道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32] 。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重塑原有的工业化体系,企业通过用高质量

的产品代替低质量产品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投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 杜明威等[33]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出口产品转换渠道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③企业数字

化转型可以通过创新效应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34] 。 当一个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很低时,会阻碍企业创新

能力的提升,所以其出口产品质量并不高。 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使研发端与消费端的交流更加密切,
一方面,企业通过平台经济和大数据可以快速、精确匹配消费者偏好,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改进研发模式和

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的特征,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成本较低[35-36] 。 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带

动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最终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 洪俊杰等[37]认为创新效应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

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
最后是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38-40] 。 具体而言,中间产品进口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创新效应、市场数量效应 4 个方面

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①中间产品进口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41] 。 相对于进口

劳动密集型的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技术溢出效应,通过进口更高技术

水平的中间产品来进行模仿和创新[42] ,实现技术转移,利用外国中间品中包含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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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成果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许家云等[43]发现中间产品进口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 ②中间产品进口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44] 。 企业通过中间产品进口可以

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带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同时,中间产品进口的多元化可以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
成本的降低使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产品创新,最终带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在此过程中尤为要注意

企业的自身吸收能力,当企业具有较强的自身吸收能力时,才能够发挥进口中间产品通过降低成本提升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 ③中间产品进口还可以通过创新效应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45] 。 具体表现为:
一是市场规模效应引发的创新效应,进口优质的中间产品,有利于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
市场规模扩大,销售收入提高,企业会投入更多资金进行研发创新。 二是人力资本效率引发的创新效应,企
业为了匹配高质量的中间进口产品,可能会雇佣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员工,通过人力资本引发创新效

应,进而最终反馈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 但是创新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即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影

响更大,对初创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影响甚微。 宋跃刚和郑磊[46]研究发现创新效应是中间产品进口促进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 ④中间产品进口可以通过市场数量的增加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47] 。 中间

产品市场数量的增加可以拓展企业选择的种类和范围,市场数量的提升可以促进竞争,有利于企业在相同

价格选择质量更好的中间产品或者相同质量价格更有优势的中间产品,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魏浩和张

文倩[48]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数量的增加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三、理论机制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有效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首先,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提升进口中间品

质量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一国(地区)进口中间品种类和质量的提升会对该国(地区)最终品的出

口质量升级产生显著影响。 而数字服务贸易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其贸易对象多为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品和

服务[49] ,这就为进口中间品种类和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条件。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有利于高质量的中间品流入

本国(地区)市场,为企业带来技术溢出效益,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中间产品的提升最终会带来出口产品质

量的提升。 其次,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竞争效应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先进的数字服务技术能够促进企业

生产的协同创新和专业化分工,而这种大量的高质量数字服务产品和技术进口会对低质量的产品产生挤兑

效应,迫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市场,从而倒逼企业技术升级,加快研发速度,进一步提升整体出口产品的质

量[50] 。 最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降低成本[51] ,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对于成本效应而言,数字服

务贸易依赖于信息技术行业,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低成本、远距离提供传统服务成为可能[52] 。 这也就意味

着相对于传统贸易,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有利于提高通关便利性和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H1)。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知识资源,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具

体表现在技术外溢、加剧市场竞争和跨国合作等方面。 首先,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和共享

促进创新,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相对于传统贸易而言,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集中于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和

服务,其中不仅包含实体产品,还包括一些无形的服务,如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互联网服务等,通过数字服

务贸易进口可以让企业接触到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进而实现技术的外溢并促进产品的创新[53] 。
其次,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加剧市场竞争程度,倒逼企业创新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数字服务贸易进

口使得大量的产品和服务涌入本国(地区)市场,加剧市场竞争。 为此,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生存,就必须进行不断地研发和创新,推出个性化的产品,以此来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市场份额和利润,保
持出口市场份额。 最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促进金融深化和金融服务体系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提升

出口产品质量。 创新活动通常需要大量外部资金支持,因此财政因素在企业创新中常扮演着关键角色[54] 。
金融服务贸易是数字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数字服务贸易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国际金融服务

可以直接为创新提供资金,完善国家(地区)金融服务体系,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55] 。
创新是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56] ,创新可以带来新的技术和工艺,使产品的设计、制造和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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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更加先进和高效。 新技术和工艺可以提高产品的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通过

创新,企业可以不断改进产品的外观、功能、性能等方面,使出口产品更加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尽管研发

需要投入一定量的成本,但是适当地提高研发力度、扩大新产品的投入与开发,带来的收益要大于研发所需

要投入的成本,出口产品整体质量会提高[57]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H2)。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也可以提升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为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

拓展供应链、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 ①在技术引进与生产效率提升方面,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带来先进的生

产技术和工艺,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工艺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50] ,最终提升工业化生产的水平;②在供应链方

面,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帮助企业接触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和供应链资源,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原材料、零
部件和先进工业品,有利于提高生产供给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从而提升工业化水平;③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企业可以实现生产方式、产品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升级

和转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助于提升工业化水平。
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是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改善的关键因素之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可以引用先

进的制造技术和自动化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非必要失误,进一步控制产品的精度,进而改善出口产品

质量。 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还有利于建立高效的供应链管理系统,通过实施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以确保原材

料和零部件的质量,从而改善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58]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通过提高工业化水平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H3)。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和描述

被解释变量:产品质量(Quality)。 本文借鉴郑枫和彭羽[10] 对于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基于 CEPII-BACI
贸易数据库,采用 Hallak 和 Sivadasan[59] ,以及施炳展和邵文波[60]的需求信息回归反推法,测算不同国家(地
区)2005—2020 年出口产品质量。 构建需求方程如式(1)所示。

Qg
imt =p

-σg
imt λ

σg-1
imt

Eg
mt

Pg
mt

 (1)

其中: Qg
imt 为国家(地区) i 在第 t 年对 m 国(地区)产品 g 的需求方程; pg

imt 为国家(地区) i 在第 t 年对 m 国

(地区)出口 g 产品的价格; λg
imt 为国家(地区) i 在第 t 年对 m 国(地区)出口 g 产品的质量; Eg

mt 为 m 国(地

区)消费者在第 t 年对商品 g 的总支出; Pg
mt 为 m 国(地区)在第 t 年的 g 商品的价格指数; σg 为替代弹性,且

σg >1。 式(1)表明垂直差异化产品市场中,消费者的消费量同时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即性价比。
本文的回归在产品层面进行,因此删掉角标 g、m 国消费者 t 年对国家(地区) i 商品的消费量简化为

式(2) 。

Qimt = p -σ
imtλσ-1

imt

Emt

Pmt
(2)

对式(2)两边取自然对数,进行整理后可获得测算出口产品质量的计量模型为

lnqimt = χ
mt - σlnpimt +εimt

 (3)
其中: χ

mt = lnEmt - lnPmt 是进口国(地区)-年份的虚拟变量; lnpimt 为出口产品的价格;
 

εimt 为产品质量信息的

残差项。 此时可以将质量定义式整理为式(4)。

qualityimt =lnλ︿ imt =
ε︿ imt

σ - 1
=

lnqimt - lnq︿ imt

σ - 1
(4)

参考施炳展和邵文波[60]的方法对式(4)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获得标准化质量指数如式(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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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qualityimt =
qualityimt - min(qualityimt)

max(qualityimt) - min(qualityimt)
 

(5)

其中: min(qualityimt) 和 max(qualityimt) 分别为出口商品质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式(5)定义的标准化质量

指数取值位于[0,1],且没有单位,可以在不同层面加总,从而进行跨期、跨截面的各种比较分析[57] 。
国家(地区)层面出口产品质量指标如式(6)所示。

 

Qualityimt = ∑ qimt

∑
imt∈Ω

qimt

×r - qualityimt
 (6)

其中: Qualityimt 为第 t 年国家 i 向进口国(地区)m 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 Ω 为 t 年国家(地区) i 向进口国

(地区)m 出口的产品集合; qimt 为出口产品质量。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服务贸易进口(T_digital)。 本文借鉴陈寰琦[61] 的测度方法。 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

分析局所界定的数字服务贸易(“潜在的可数字化服务贸易 PICTE”),再比对 OECD 双边服务贸易数据库的

服务部门分类进行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衡量②。
控制变量:对外直接投资( Invest)、人均 GDP(Per_GDP)、公共教育支出(Edu)、经济发展水平(GDP)、外

国(地区)直接投资净流入(BoP)。 具体如下: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Invest),指本国(地区)企业或机构将资

本、技术、管理经验等资源投入境外。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可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将知识、先进

技术回流到本国,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人均 GDP(Per_GDP),是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当年总人口数。 经济发

展水平(GDP),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的 GDP 是一个经济体内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 人均

GDP 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越高,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升

级。 公共教育支出(Edu),教育公共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指特定财年,教育公共支出总额(经常性支出

和资本性支出)占政府各部门支出总额的比重。 教育支出的比重越高,意味着可以培养大量的优秀人才,优
秀人才是产品质量提高的必要条件。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BoP),是股权资本、收益再投资、其他长期资本

及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显示的短期资本之和。 外国(地区)直接投资净流入可能会为本国(地区)引入先进的

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uality 产品质量 1674 0. 569 0. 0750 0. 174 0. 893
T_digital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 1674 16091. 691 38822. 530 1. 154 354581. 250
Invest 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 1674 2. 204 15. 065 -138. 518 300. 406
GDP 经济发展水平 1674 523036. 234 1847842. 797 136. 450 21381000
Edu 公共教育支出 1674 14. 817 4. 650 4. 646 38. 106

Per_GDP 人均 GDP 1674 16782. 314 22112. 669 191. 751 123678. 703
Bop 外国(地区)直接投资净流入 1674 14379. 2 46318. 14 -330338 511434

　 注:数据来源于 2005—2020 年 UNCTAD 数据库。

(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2005—2020 年 UNCTAD 数据库。 借鉴

陈寰琦[61]的测度方法衡量数字服务贸易进口。 6 个指标均来自于 UNCTAD 数据库服务贸易栏中的按服务

类别、贸易伙伴世界分列的进出口目录。 借鉴郑枫和彭羽[10]对于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基于 CEPII-BACI 贸

易数据库,采用 Hallak
 

和
 

Sivadasan[59] ,以及施炳展[60] 的需求信息回归反推法,测算 221 个国家(地区)
2005—2020 年年度出口产品质量(Quality)。 控制变量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Invest)、人均 GDP(Per_GDP)、公
共教育支出(Edu)、经济发展水平(GDP)、外国(地区)直接投资净流入(BoP),均选取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005—2020 年的数据。 本数据将测算出来的产品质量与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合并,删去了关键样本数据

缺失的国家,最后形成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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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所属行业分别为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费用、保险和退休金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



(三)基本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除加入控制变量外,还控制了年份、国家

(地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如式(7)所示。
      

Qualityi,t = α +βT_digitali,t + φX i,t +γt +δi +εi,t (7)
其中: Qualityi,t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代表第 i 个国家(地区)在第 t 年的出口产品质量;T_digitali,t 为核心解

释变量,表示国家(地区) i 在 t 年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β 为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如果

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提升作用,如果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表明数字

服务贸易进口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X 为控制变量,包括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Invest)、经济发展水平

(GDP)、公共教育支出(Edu)、人均 GDP(Per_GDP)、外国(地区)直接投资净流入(Bop);α 为常数项; εi,t 为

随机误差项; γt 、 δi 分别为年份、国家(地区)的固定效应。

五、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实证研究了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其次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本回归

结果的可靠性,最后进一步从样本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三个角度进行了内生性检验。
(一)基本结果分析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以式(7)为实证研究模型,基本结果见表 2。 被解释变量

为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 (1)列模型一为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的回归结果,在回归过程中未加入控制变量,未对年份、国家(地区)进行固定效应控制。 回归结

果显示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数为 0. 0089,在 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

口产品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2)列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只增加控制变量。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回

归系数为 0. 0159,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

用。 (3)列模型三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只增加了时间和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数

为 0. 0260,在 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4)列模型四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并且固定了时

间和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数为 0. 0267,在 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综上所

述,表 2 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 数字服务贸易在促进全

球经济增长、推动创新和提升消费者体验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假设 H1 得以验证。 随着数字

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增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将变得更加深远。

表 2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T_digital 0. 0089∗∗

(0. 0039)
0. 0159∗∗∗

(0. 0049)
0. 0260∗

(0. 0137)
0. 0267∗

(0. 0138)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N 1674 1674 1674 1674
R2 0. 0010 0. 0035 0. 1127 0. 1135

　 注:
 

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依次表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基本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产生了促进作用。 本文进一步从变

换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方式、剔除 2008 年和 2020 年样本、变换实证回归分析方法、缩尾处理四种方式进行稳

健性检验,以验证基本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1.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方式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 因此,为了验证基本回归结构是否稳

健,隧改变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重新回归。 用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与服务贸易总额之比(T_digi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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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GMM 检验 Probit 检验 缩尾处理

(1) (2) (3)

T_digital 0. 0305∗∗

(0. 1315)
0. 0267∗∗

(0. 1314)
0. 0241∗

(0. 01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674 1674 1674
R2 0. 1376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表
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S)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放入基本回归方程重新进行检验,加入所有的控制变量,同时固定了时间和国家(地

区)固定效应。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3 的(1)列。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数为 0. 1656,在
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不同方式度量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都验证了数字服务贸易

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表 2 中的基本回归结果并未因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方式的改变而改

变,具有较强的可靠性。
2. 剔除 2008 年和 2020 年样本

本文借鉴马光明[62] 的做法,删去样本中 2008 年和 2020 年的数据,继续按照基本回归中的模型四进行

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3。 (2)列剔除了 2008 年的数据,回归系数为 0. 0280,在 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3)列剔除了 2020 年的数据,回归系数为 0. 0275,在 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4)列剔除了 2008 年和

2020 年的数据,回归系数为 0. 0280,在 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

量的提升确实产生了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基本回归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因为样本变动而变化,表 2 的基本

回归检验结果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剔除 2008 年 剔除 2020 年 同时剔除两年

(1) (2) (3) (4)

T_digital / S 0. 1656∗

(0. 0964)

T_digital 0. 0280∗

(0. 0160)
0. 0275∗

(0. 0145)
0. 0280∗

(0. 016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674 1588 1554 1468
R2 0. 1122 0. 1218 0. 1224 0. 1313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表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3. 变换实证研究方法

本文改变回归方法,采用 GMM 和 Probit 模型进行

检验。 检验过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时间

和国家的固定效应。 第一,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

据的模型,所以使用面板 GMM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4 的(1)列,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

数为 0. 0305,在 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并且通过

了 AR(2)和 Hansen 的自相关检验。 第二,本文对产品

质量进行 0-1 的哑变量处理,将各个国家(地区)的产

品质量分别取平均数,其当年产品质量高于平均数的

取值为 1,低于平均数的取值为 0。 对于 0-1 虚拟变量

的形式,本文通过 Probit 模型进行再次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 的(2)列,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数为

0. 0267,在 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变换实证研究回归方法的结果并未改变,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

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4. 缩尾处理

在回归中所使用的数据会由于测量误差、录入错误或者计算错误等原因造成数据的不准确,进而影响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因此,本文采用缩尾处理(97. 5 百分位)进行再次回归,检验结果见表 4 的(3)列,数字

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数为 0. 0241,在 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本文基本回归结果并未受到极端

值的影响,与基本回归结果保持较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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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

(1) (2)

IV1
0. 0206∗∗∗

(0. 0021)

IV2
0. 0211∗∗∗

(0. 00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N 1458 1317
R2 0. 0806 0. 0875

　 注:
 

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表
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三)内生性检验

1. 样本选择性偏差检验

数字服务贸易活动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所有的国家(地区)都存在数字服务贸易的交易活动,如
果在样本选择的过程中删除了没有进行数字服务贸易活动的国家,则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的问题。 为

了处理该问题,本文进一步采取了 Heckman 两步法进行检验。 具体来说,第一步使用 Probit 模型构建出口

产品质量的选择模型,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 IMR),第二步将计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带入基本回归方程进行

重新回归。 本文选取公共教育支出、人均 GDP、外国(地区)直接投资流入额作为样本选择模型当中第一阶

段 Probit 模型的影响变量。 Heckman 两步法的检验结果见表 5 的(1)列。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数为

0. 0265,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逆米尔斯比率的估计系数为-0. 0310,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

本文的计量过程不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的问题。
2. 遗漏变量

本文基本回归过程中已经控制时间和国家(地区)固定效应并且加入了国家(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用以

减轻遗漏变量对检验结果造成的影响。 但是不同国家(地区)仍然可能存在由于年份和国家(地区)变动的

遗漏变量。 因此,本文通过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控制变量,以进一步控制年份中不可观测因素对

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 表 5 的(2)列~ (4)列分别为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加
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两期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作为控制变量进

行回归。 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258、0. 0422、0. 0362,分别在 10%、5%、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综上,通过降低遗漏变量问题的程度,表明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

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选择性偏差 遗漏变量 遗漏变量 遗漏变量

(1) (2) (3) (4)

T_digital 0. 0265∗

(0. 0142)
0. 0258∗

(0. 0131)
0. 0422∗∗

(0. 0178)
0. 0362∗∗

(0. 0156)

IMR
-0. 0310

(0. 275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674 1458 1317 1284
R2 0. 1135 0. 1435 0. 1392 0. 1580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表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3. 双向因果

本文针对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进行内生性检验。 本文选取了解释

变量(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滞后一期( IV1 )和滞后两期

( IV2)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 (1)列是将数字服务贸易

进口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为

0. 0206,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2)列是将数

字服务贸易进口滞后两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
归系数为 0. 0211,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综上,通过将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滞后一期( IV1 )和

滞后两期( IV2)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表明本

文的基本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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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机制分析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水平 工业化水平

(1) (2)

T_digital 1. 3641∗∗

(0. 5360)
1. 3956∗∗

(0. 69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N 1674 1452
R2 0. 0686 0. 1148

　 注:
 

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表
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六、机制检验

通过基本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已经验证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但

是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是通过哪些机制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作用的,需进一步探究。 本文机制检验回归

方程如式(8)所示。
Jzi,t = α +βT_digitali,t + φX i,t +γt +δi +εi,t (8)

其中: Jzi,t 为着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产品质量产生促进作用的机制变量,具体为创新水平和工业化水平。 回

归系数的标准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
(一)创新能力

本文借鉴了王谦等[63]对创新水平的测度,采用接收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来衡量各国(地区)的创新能力,
接收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越多,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专利数量越多,创新能力就越强。 本文探讨数字服务

贸易进口对创新能力提升的效应,通过创新能力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口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7。 表 7 的

(1)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 1. 3641,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提升

了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通过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促进国际交流

与合作,相互借鉴经验;还可以通过这些交易数据,了解市场趋势,发现新的创新点和商机,这些都有利于创

新能力的提升,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因此,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提升创新能力,
进而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本文的假设 H2 得以验证。

(二)工业化水平

本部分采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来衡

量各国工业化水平的高低[64] 。 本文探讨数字服务贸易

进口对工业化水平提升的效应,通过工业化水平对数

字服务贸易进口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7。 如(2)列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 1. 3956,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提升了工

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将会进一步促进出口产

品质量的提升。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需要发达的工业

化水平,通过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引进先进的技

术,提高生产效率和研发能力进而促进其工业化水平

提升。 因此,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提升工业化水平,进而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本文的假设 H3 得

以验证。

七、进一步分析

本文之前的部分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验证了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促

进作用,表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各个国家(地区)的产品税、贸易条件指数、征信信

息深度指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交通服务指数 5 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分析的回归方程都是

以基本回归模型四为基础,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控制了年份和国家(地区)固定效应,回归系数的标准

误聚类到国家层面。
(一)净产品税

本文将样本按各个国家(地区)净产品税高低进行分类,对净产品税高的国家(地区)和净产品税低的国

家(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8。 本文按照样本数据中的各国(地区)净产品税均值标准作为界

线依据,即高于平均标准的为高净产品税的国家(地区),取值为 1,反之,低于平均标准的为低净产品税的国

家(地区),取值为 0。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原始数据。 表 8 的(1)列为净产品税高的国家(地区)检

验结果,结果显示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回归系数为-0. 0289,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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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基于征信信息深度指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征信指数

(1) (2)

T_digital 0. 0898∗∗ 0. 0611
(0. 0401) (0. 03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N 433 175
R2 0. 7189 0. 7545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表
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2)列为净产品税低的国家(地区)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 0. 0331,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

验。 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低净产品税的国家(地区)更为显著,在净产品

税高的国家(地区)的效应并不显著。
低净产品税的国家(地区),可以减少高质量产品的进口成本,增加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数字服务贸易

进口通过其跨境电商平台为高质量的产品提供更便利的准入条件。 进口的高质量产品涌入市场,国(地区)
内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必须改善自身产品,提高创新能力、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进而提升了出口

产品质量。 而高净产品税的国家(地区)通常都拥有严格的贸易壁垒,关税壁垒通过提高从事数字服务贸易

活动企业的产品价格,从而降低产品的进出口数量[65] ,因此无法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二)贸易条件指数

本文进一步根据贸易条件指数将样本国家(地区)分成两类,贸易条件指数大于 100,说明出口价格比进

口价格相对上涨,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比原来更多的进口商品,该国(地区)该年度贸易条件比基期有利,即
得到改善。 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小于 100,说明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下跌,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的进口商

品比原来减少,该国(地区)该年度贸易条件比基期不利,即出现了恶化情况。 所以,本文以 100 为标准,低
于 100 的取值为 0,高于 100 的取值为 1。 表 8 的(3)列为贸易条件指数高于 100 的国家(地区)样本回归结

果,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 0. 0497,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 8 的(4)列为贸易条件指数低于 100
的国家(地区)样本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10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服务贸易进

口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在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国家(地区)中更为显著,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地区)中并

不显著。
当一个国家(地区)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后,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变得更广泛。 消费者更有可能接触到来

自其他国家(地区)的高质量产品,并对其品质和性能产生较高的期望。 在数字服务贸易进口的过程中,进
口商也会去选择更多的高质量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表 8　 基于净产品税和贸易条件指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净产品税 贸易条件

(1) (2) (3) (4)

T_digital
-0. 0289 0. 0331∗∗ 0. 0497∗∗ 0. 0102

(0. 0236) (0. 0138) (0. 0181) (0. 14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N 406 1259 971 685
R2 0. 6314 0. 5413 0. 5511 0. 5943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表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三)征信信息深度指数

本文进一步按照征信信息深度指数对样本国家(地区)分类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9。 (1)列是征信

信息深度指数高的国家(地区)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898,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2)列是征

信信息深度指数低的国家(地区)回归结果,回归系数

为 0. 061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数字服务

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征信信息深度指数

高的国家(地区)作用明显,在征信信息深度指数低的

国家(地区)效果并不明显。
征信信息深度指数范围为 0 ~ 8,数值越大表示从

公共或私营征信机构获取有助于贷款决策的征信信息

越多,也意味着能有效提升企业信贷能力[65] 。 当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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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业在转型升级时,需要通过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中间产品,但是资金紧张又急需贷款中转,征信信息深度

指数高的国家(地区)更容易获得贷款的帮助,进而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 在企业转型升级之后,继而生产

高质量的出口产品。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征信信息深度指数高的国家(地区)是有

效的。
(四)国家发达程度

本文将样本数据分为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10。 (1)列

是发达国家(地区)样本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 0614,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2)列是发展中

国家(地区)样本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311,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

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更为显著,而对于发达国家(地区)而言,数字服务贸易

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发展中国家(地区)通常在技术水平能力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地区),通过数字服务贸易进口能够弥补技

术差距,优化生产流程,推动发展中国家(地区)制造业的技术升级[66] ,从而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相比

之下,发达国家(地区)不反拥有较高的技术能力水平,国内(地区)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可能更加依赖现有

技术和资源,而非通过数字服务进口获取技术支持;而且发达国家(地区)在数据保护和主权方面通常具有

更高的要求,因此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能导致与企业不兼容的问题[67] ,从而降低企业效率。 因此,数字服务

贸易进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地区)而言更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表 10　 基于国家(地区)发达程度和交通服务指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国家(地区)发达程度 交通服务

(1) (2) (3) (4)

T_digital
-0. 0614∗∗ 0. 0311∗∗ 0. 0465∗∗ 0. 0199
(0. 0303) (0. 0138) (0. 0231) (0. 01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N 423 1244 520 1140
R2 0. 6924 0. 5303 0. 6976 0. 5247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表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五)交通服务指数

本文进一步按照交通服务指数对样本国家(地区)分类进行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10。 (3)列是交

通服务指数高的国家(地区),回归系数为 0. 0465,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4)列是交通服务指数

低的国家(地区),回归系数为 0. 0199,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在交通服务指数

高的国家(地区)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交通指数低的国家(地区)效果并不显著。
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新型的贸易方式,其线上交单,线下交货的贸易模式,需要比较丰富的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才可以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完善的交通服务可以对数字经济和贸易发展起到显著的推进作用[68] ,通
过完善的交通服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进口,进而带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是完善交易基础设施建设的题中

之义。 完善的交通服务可以降低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成本,节约企业资金,将更多资金用于从研发高质量产

品上,进而带动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因此,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在交通服务指数高的国家(地区)可以促进出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八、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数字服务贸易是全球各国(地区)抢占贸易强国制高点的重要领域,出口产品质量表征着一国(地区)对

外贸易发展水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数字

服务贸易和出口产品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基于此,本文为了探究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

量产生的影响,基于 2005—2020 年 UNCTAD 数据库、CEPII-BACI 贸易数据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库匹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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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分析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
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特

殊年份、变换实证研究方法和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以及样本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内生性

检验后依旧显著。 第二,在机制作用方面,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通过提升创新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两种机制对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净产品税低的国家、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国

家(地区)、征信信息深度指数高的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交通服务指数高的国家(地区)对出口

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 综合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中国应扩大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促进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从而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

级。 具体而言,中国应积极加入数字服务贸易全球大市场;完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积极加入区域性经

济组织,与周边国家积极谈判并主导数字服务贸易协定,学习国外先进的制度管理和经验,提高数字服务制

度环境水平;大力推动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发展,完善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为数字

服务贸易提供良好的通信水平,从而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其次,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增强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过程中的竞争力。 一方面,鼓励高校

与企业对接,培养数字型高水平劳动力,积极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通信基站等数字产业支持数字企业进

行创新性研究,加大对原创性成果的补贴和奖励,加强对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的保护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

创新,提升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吸取发达国家(地区)的工业化经验,提升企业工业化水平,从而促进国家

(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研发能力。 对于中小型企业,可以通过产业聚集共享设施

建设,加强企业间的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以此来提高工业化水平,增强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中的竞争

力,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最后,完善数字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为数字服务贸易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新型贸

易方式,与数字服务贸易相匹配的法律体系还未健全。 中国需要加强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的制度供给和法律

保障,完善促进政策框架体系和关键性制度安排,以此来为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营

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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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Import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Jing
 

Shouwu,
  

Zhou
 

Zejia,
  

Hu
 

Chaohao,
  

Li
 

L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imports
 

on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
 

multinational
 

panel
 

dataset
 

was
 

constructed
 

using
 

the
 

UNCTAD
 

database,
  

CEPII-BACI
 

trade
 

database,
  

and
 

World
 

Bank
 

database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2005
 

to
 

2020.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imports
 

on
 

export
 

product
 

quality.
 

It
 

is
 

indicated
 

that
 

digital
 

service
 

trade
 

imports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
 

These
 

findings
 

remain
 

robust
 

and
 

significant
 

after
 

robustness
 

tests.
 

Robustness
 

tests
 

included
 

replacing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excluding
 

samples
 

from
 

exceptional
 

years,
  

employing
 

alternative
 

empirical
 

regression
 

methods,
  

and
 

winsorizing
 

data.
 

Endogeneity
 

issues,
  

such
 

as
 

sample
 

selection
 

bias
 

and
 

omitted
 

variable
 

bias,
  

were
 

also
 

addressed,
  

with
 

results
 

remaining
 

significant.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export
 

product
 

quality
 

is
 

enhanced
 

by
 

digital
 

service
 

trade
 

imports
 

through
 

the
 

boosting
 

of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a
 

more
 

pronounced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imports
 

on
 

export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in
 

specific
 

contexts.
 

These
 

contexts
 

include
 

countries
 

with
 

low
 

net
 

product
 

taxes,
  

countries
 

experiencing
 

improved
 

trade
 

conditions,
  

countries
 

with
 

a
 

high
 

depth
 

of
 

credit
 

information
 

index,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with
 

a
 

high
 

transport
 

service
 

index.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amplify
 

this
 

upgrading
 

effect.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
 

capacity
 

in
 

digital
 

technology,
  

vigorously
 

cultivating
 

new
 

types
 

of
 

digital
 

talent,
  

enhanc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r
 

digital
 

service
 

trade,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of
 

digital
 

trade,
  

and
 

establishing
 

a
 

sound
 

and
 

efficient
 

digital
 

service
 

trade
 

system.
Keywords:

            

digital
 

trade
 

import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innovation
 

effect;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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